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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互免证明”不意味着大陆地区证言陈述获得证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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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台湾地区对于证言陈述证据能力之审查采用传闻证据法则作为标准 



















                                                             
① 高通：《论海峡两岸刑事案件协助调查取证制度——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 8 条为基础》，载《台湾研究集
刊》2016 年第 2 期，第 88 页。 
②《元照英美法词典》，hearsay 词条，http://lawyer.get.com.tw/Dic/DictionaryDetail.aspx?iDT=55292，下载日期：2018年9月18日。 
③ 许福生：《论两岸刑事司法互助调查取证之证据能力》，载《日新司法年刊》2014 年卷，“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查署”出版，

















    2. 被告人以外之人在审判外向特定人所为之陈述 
    其中又包括： 
   （1）向法官所为之陈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1，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向法官所为的陈述，
不受传闻法则的限制具有完全的证据能力； 
   （2）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被告以外之人于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的陈述，除鲜有不可信之情况外，得为
证据。 













   （二）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对通过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取得证言陈述之证据能力的认定路径 
结合以上传闻法则的例外，笔者梳理了《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签订以来，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有关认
定通过司法互助渠道取得证言陈述之证据能力的判决，②具体情况如表1： 
                                                             










表1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相关裁判的说理及观点 

































































                                                                                                                                                                                                      































































                                                             











图1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证据能力认定路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台湾地区司法实务对相关证据的认定路径总结所作。 
三、台湾地区其他法院对通过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取得证言陈述之证据能力的认定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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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台湾地区其他法院认定有关证据的路径选择情况 
法院名称 第 150 条之 2、之 3 第 159 条之 4 第159条之5 第 159 条第二项 案件总数
“高等法院” 8 2 4 1 15 
“台中高分院” 4 25 6 0 35 
“台南高分院” 3 1 0 0 4 
“高雄高分院” 0 10 2 0 12 
基隆地院 1 1 0 0 2 
新北地院 0 2 0 0 2 
台北地院 0 1 0 1 2 
士林地院 2 1 0 0 3 
桃园地院 3 4 0 1 8 
新竹地院 2 1 1 2 6 
苗栗地院 0 1 0 0 1 
台中地院 4 27 3 8 42 
彰化地院 0 4 0 0 4 
南投地院 0 1 0 0 1 
云林地院 0 1 3 0 4 
嘉义地院 0 2 1 0 3 
台南地院 1 1 0 1 3 
高雄地院 1 12 0 1 14 
屏东地院 0 0 0 1 1 
宜兰地院 1 0 0 0 1 



























表3   台湾地区其他法院2018.1.23-9.1相关判决 
裁判字号 裁判法院 适用法条 说理援引参照之情况 
2017 年上诉字 2135 “高等法院” 类推适用第 159 条之 3 
援引“最高法院 2018 年度第 1
次刑事庭会议”决议说理 
2017年原上诉字130 “高等法院” 类推适用第 159 条之 3 
援引“最高法院 2018 年度第 1
次刑事庭会议”决议说理 
2017 年上诉字 551 “台中高分院”
就证人笔录部分类推适用第
159 条之 3，就鉴定书部分直




2011 年台上字 4813 号判决 
 2017 年上诉字 672 “台中高分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2011年台上字4813号判决
 2017 年上诉字 900 “高雄高分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2011年台上字4813号判决
 2017 年上诉字 994 “高雄高分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2011年台上字4813号判决
 2017 年诉字 759 新北地院 类推适用第 159 条之 3  
 2018 年诉字 17 桃园地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 2011 年台上字 4813 号判决
 2017 年金诉字 7 桃园地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 2011 年台上字 4813 号判决
 2017 年原诉字 28 桃园地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 2011 年台上字 4813 号判决
 2017 年诉字 1459 台中地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第二项  
 2018 年诉字 821 台中地院 类推适用第 159 条之 3  
 2018 年诉字 962 台中地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 2011 年台上字 4813 号判决
 2017 年诉字 1089 台中地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 2011 年台上字 4813 号判决
 2017 年诉字 733 台中地院 直接适用第 159 条之 4（3） 参照 2011 年台上字 4813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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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庭会议”决议做出的时间尚短，其对台湾地区各级法院裁判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持续观察。 
四、台湾地区法院对认定通过两岸刑事司法互助取得证言之证据能力路径选择的原因探析 
   （一）司法实务对于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4第3款的青睐 
从上文整理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台湾地区各级法院对于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159条之4第3款认定通过
司法互助渠道取得的证言陈述的证据能力是存在明显偏好的，其主要原因如下： 
    1. 避免对法律进行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① 吴灿：《域外证人警询笔录之证据能力——“最高法院”2018 年 1 月 23 日决议解析》，载《月旦法学教室》2018 年第 191 期，第
29 页。 
② 林钰雄：《2013 年刑事程序法发展回顾：从国际人权公约内国化的观点出发》，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14 年 43 卷特刊期，第
1294 页。 
③ 玟李佳 ：《境外或跨境刑事案件中的境外证人供述证据：最高法院近十年来相关判决之评释》，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14 年 43
卷 2 期，第 503～504 页。 

















    1．会使第159条之2、之3的立法意图落空 






















                                                             
① 吴灿：《域外证人警询笔录之证据能力——“最高法院”2018 年 1 月 23 日决议解析》，载《月旦法学教室》2018 年第 191 期，第
30 页。 
② 吴巡龙：《境外取证之证据能力》，载《台湾法学杂志》2015 年第 282 期，第 183 页。 
③ 廖伟程：《传闻法则理论及实务适用之探讨——以近年来实务判决审视传闻法则之争议问题》，台湾地区“法务部”2007 年司法官









警询笔录雷同，同属传闻证据，在法秩序上宜为同一之规范，为相同之处理。”①   
2. 易造成台湾本地警询笔录与境外警询笔录被区别对待 

























                                                             
①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8 年第一次刑事庭会议决议。 






③ 如 2004 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台上字第 1208 号判决认为：司法警察（官）职务上制作之犯罪调查报告，或系基于他人之陈述而作
成，或为其判断之意见，属审判外之书面陈述，无从依直接审理方式加以调查，自无证据能力可言。 










   （二）为开展远程视讯作证创造条件 





























                                                             
① 吴巡龙：《境外供述之证据能力》，载《月旦法学教室》2017 年第 179 期，第 27～28 页。 
② 如台湾地区“高等法院”2013 年上诉字第 635 号判决认为：除依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 3 章第 8 条关于调
查取证之规定，除以台湾方面嘱托之方式办理外，若拟于境外行远距讯问，允宜以法有明文或双方订有协议为前提，台湾地区“现
行法”及两岸协议尚乏此项规定。大陆地区人民于侦查中以远距视讯设备接受台湾地区检察官讯问时所为之证述，并非以嘱托讯问
之方式行之，被告及辩护人于原审复争执证述之证据能力，是前开证人之证述，自不得采为证据。 
